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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来人们对全球变化尤其是对气候变暖及其机制的争论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本

文对气候变化研究的最新进展和国内外动态进行了梳理, 得出如下观点和结论: (1) 全球变暖是

客观事实, 但由于多种原因, 全球升温多少存在不确定性; (2) 人类活动和自然因素共同影响着

气候变化, 但其相对贡献量难以量化; (3)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认为 CO2 等温室气

体浓度的增加是全球变暖的主要因素, 但学术界对此有异议, 因为作用于温度变化的自然和人

为机制并不十分明确, 大气中 CO2 的来源也存在不确定性. 因此, 在得出准确结论之前, 需要加

大力度研究和明确这些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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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温暖化为主要特征的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是 21

世纪人类社会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之一, 关系到人类

的生存和发展. 化石燃料燃烧和土地利用变化所导

致的碳排放被认为是引起全球变暖的最主要原因[1,2]. 

由于碳排放与社会经济发展密切相关[3~5], 因此气候

变化问题也从单纯的科学研究领域演变成当今国际

政治、经济和外交的热点议题.  

为了应对气候变化, 世界气象组织(WMO)和联

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于 1988 年成立了政府间气候

变化专门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 以全面评估全球气候变化的观测事

实、原因、对自然和社会系统的潜在影响, 以及人类

可能采取的应对策略. 1990 年, IPCC 发布了第一份评

估报告, 此后每隔 5~7 年发布一次. 至今, IPCC 已发

布了 4 次综合评估报告以及多个专业报告. 2007 年发

布的第四次评估报告(AR4)由 130 多个国家、450 多

位主要作者、800 多位撰稿人编写, 代表着气候变化

研究的主流认识, “反映了当前有关气候系统及其演

变过程和未来变化预测的知识集成”[6]. 该报告得出

以下关键结论: (1) 在过去的 100 年里(1906~2005), 

全球平均气温升高 0.74℃(0.56~0.92℃); 北半球高纬

度地区温度升幅较大; 陆地变暖的速率比海洋快. (2) 

温度的显著升高主要由人为活动(包括化石燃料燃烧

及毁林)排放的温室气体浓度增加所导致. (3) 气温升

高将导致一系列的负面影响, 如冰雪融化、海平面上

升和水文循环改变; CO2 浓度增加导致海水酸化. 这

些变化将直接或间接地威胁陆地和海洋生态系统以

及人类生存环境. (4) 基于气候模式的预测结果表明, 

未来 20 年全球气温将以每 10 年大约升高 0.2℃的速

率变暖. 即使所有温室气体浓度稳定在 2000 年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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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也会以每 10 年大约升高 0.1℃的速率变暖. 变暖

将减少陆地和海洋对大气 CO2 的吸收, 增加人为排

放 CO2 存留在大气中的比例, 从而引起进一步的反

馈效应[1].  

在全球变暖的机制上, IPCC 报告强调人为活动

的影响, 强调 CO2 浓度与增温的关系. 然而, 地球是

一个极其复杂的动态系统, 各种因素盘根交结, 因果

关系之间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7]. IPCC-AR4 发布后, 

其结论受到了许多科学家的质疑, 如 2007年成立的非

政府间国际气候变化委员会(NIPCC)就曾针对 IPCC评

估报告提出了许多具有争议性和分歧性的问题[8,9]. 尤

其是自 2009 年出现“气候门”和“冰川门”[10,11]之后, 

IPCC-AR4 的公信性更是受到了科学界的质疑, IPCC

报告不再是最权威性的总结, 其政治倾向及撰写过程

的纰漏成为国际舆论的焦点. 也由于此, 联合国秘书

长委托独立的国际学术团体组织——国际科学院理

事会(InterAcademy Council, IAC)对 IPCC 的工作程序

与评估过程展开独立调查. 调查结果认为, 尽管 IPCC

工作总体上是成功的, 但需要从根本上改革其管理结

构、增强其程序的监控, 以便处理数量巨大、内容复

杂的气候变化评估, 并得到更有效的公众监督[12].  

对 IPCC-AR4 主要结论的争论焦点集中在以下

四个方面: (1) 气候变暖是否在发生; (2) 气候变暖的

主要驱动因素是什么(也即: 人类活动和自然过程的

贡献有多大); (3) 基于现有气候模式预测未来气候变

化趋势的准确性如何; (4) 气候变化的影响程度如何. 

其中, 最本质的争论在于气候变化的驱动因素, 即气

候变暖是人类活动导致的还是自然过程引起的, 这

也是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以及进行以碳减排为核

心的气候变化谈判的基石.  

因此, 正确认识气候变化问题、厘清其争论的焦

点是制定气候变化政策、应对气候变化的基础. 本文

主要围绕气候变暖是否在发生, 以及变暖的主要驱

动因素展开讨论, 并就人们特别关注的碳排放问题

进行分析.  

1  气候变暖及其不确定性 

1.1  气候变暖的观测事实 

关于地球是否在变暖, 在几年前还是有争议的

问题 [13,14], 但近几年来这种立场有所改变 [8]. 各地

的气温观测数据表明, 近百年来全球平均气温在升

高[1,15~18]. 这不仅反映在温度的上升, 其证据还包括

各地观测到的海平面上升、冰雪消融、春季物候提前

和生长季延长等事实.  

(1) 温度升高.  在历史的长河里, 全球温度经

历了暖期与冰期的交替变化. 末次冰期结束后(大约

在 12000 年前), 全球温度开始上升, 持续至约 8000

年前; 之后地球进入低温时期, 此降温过程直到大约

300 年前结束(1700 年前后). 此后, 温度又开始回升, 

地球进入温暖期, 尤其是近百年(器测时期)以来, 全

球平均气温显著升高, 升温速率也有加快趋势(图 1), 

目前地球处于过去千年以来, 除中世纪温暖期外, 温

度最高的时期[1]. 我国在过去的近百年里平均气温也

呈增加趋势, 平均每百年上升约 0.5~0.8℃, 尤其是

自 19 世纪 80 年代以后升温更加显著: 19 世纪 80~90

年代平均上升了约 0.3℃[19].  

然而, 全球变暖表现出很大的地域差异. 一般而

言, 陆地表面比海洋表面增温快, 北半球高纬度地区

比低纬度地区增温快、增温幅度大[1]. 在过去半个世

纪里, 我国气候变暖的发生时间及增温幅度也是因地

区而异: 增温于 1975年前后开始于东北地区, 之后出

现于东部和南部沿海地区(1980 年前后), 并逐步向内

陆地区扩展; 西部内陆地区(西北和青藏高原)最晚出

现温暖化(1983 年)[20]. 增温幅度在东北、西北和华北

地区最为明显, 而西南、华南地区增暖幅度较小, 这种

变化在近 100, 50 和 30 a 尺度上具有较好的一致性[21].  

(2) 海平面上升 .  尽管存在较大的年际波动 , 

全球平均海平面自 1870 年以来持续上升[1]. 在 1961~ 

2003 年期间, 全球海平面上升的平均速率为(1.8± 0.5) 

mm a1, 1990 年代以后上升速率有所增加 , 约为

(3.1±0.7) mm a1[1](表 1). 海平面上升主要是由海洋

增温带来的热膨胀效应以及冰川和冰盖融化等因素

共同导致. 从表 1 看出, 这两种因素的贡献几乎同等

重要.  

(3) 冰雪消融.  大量观测数据表明, 过去的一

个世纪, 全球多数地区雪盖减少. 1966~2005 年间, 

除 11 和 12 月外, 卫星观测的北半球雪盖各月都在减

少;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尤为显著, 减小速率高达每

年 5%. 在南半球, 过去 40 年的雪盖有所下降或者变

化不显著. 在雪盖减少的地区, 气温常起主导作用, 

如北半球 4 月份雪盖面积与 40°~60°N 地区的 4 月份

气温高度相关[1]. 中国的冰雪观测数据表明, 1960~ 

2005 年间, 雪盖面积有所减少, 但全国平均降雪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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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器测时期(自 1850 年)以来全球平均气温的变化趋势 
图中不同颜色的直线斜率代表不同时期气温变率的大小 . 

1855~2005年(150 a): 每10年升温 0.045℃; 1905~2005年(100 a): 每

10 年升温 0.074℃; 1955~2005 年(50 a): 每 10 年升温 0.128℃;  

1980~2005 年(25 a): 每 10 年升温 0.177℃. 据文献[1]修改 

表 1  海平面上升速率及其来源 (mm a1)[1] 

来源 1961~2003 1993~2003 

海洋热膨胀 0.42±0.12 1.6±0.5 

冰川和冰盖 0.50±0.18 0.77±0.22 

格陵兰冰原(Greenland Ice Sheet) 0.05±0.12 0.21±0.07 

南极冰原(Antarctic Ice Sheet) 0.14±0.41 0.21±0.35 

海平面上升的单个气候因子的

贡献总和 
1.1±0.5 2.8±0.7 

观测到的海平面上升总量 1.8±0.5 3.1±0.7 
 

度在 20世纪 80年代后出现增加趋势. 从空间分布看, 

南方地区平均降雪厚度在下降, 而北方降雪厚度在

增加. 北方降雪厚度增加主要是由北方冬季降水量

增加所致[22](图 2). 

此外, 对海冰和冰川的观测表明, 过去 150 年间

全球大部分地区的海冰及冰川都呈现萎缩趋势. 例

如, 自 1978 年以来, 北极地区海冰面积以每年(2.7± 

0.6)%的速度递减, 海冰厚度也有下降趋势[23]. 南美

巴塔哥尼亚、喜马拉雅、阿拉斯加和美国西北部以及

加拿大西南部的冰川和冰盖大量减少[24]1). 但最近也

有报道, 南极冰川在扩大[25]2).  

(4) 生长季延长.  各地的物候观测表明, 大多

数植物和动物的春季物候提前, 秋季物候推迟, 从而

导致生长季延长[26~28]. 我国物候观测结果表明, 各

地物候期的年际波动与春季气温的年际波动具有明

显的相关性, 东北、华北及长江下游地区春季物候提

前最明显[29]; 北京地区春季物候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

来一直呈提前趋势, 尤其在 1990~2000 年间比过去

140 年提前了 8.8 天[30], 而秋季物候在 1962~2005 年间

平均每年推迟 0.32 天[31]. 基于遥感数据对中国温带植

被的物候分析表明, 在 1982~1999 年间, 中国温带春

季物候平均每年提前 0.79 天, 生长季年平均延长

1.16 天[28](图 3). 同样, Zhou 等[26]利用遥感数据分析 

 

 

图 2  冬季积雪平均厚度距平值(a)及其空间分布(b) 
南方降雪减少, 而北方增加, 据文献[22] 

 

                    
1) http://www.time.com/time/magazine/article/0,9171,1176980,00.html; http://www.guardian.co.uk/environment/2009/jun/04/byers-himalaya- 

changing-landscapes#zoomed-picture 
2) http://www.news.com.au/story/0,27574,25348657-401,0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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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1982~1999 年间中国温带植被物候期的变化 
(a) 植物返青期; (b) 休眠期; (c) 生长季长度[28] 

表明, 1982~1999 年间, 40°~70°N 间欧亚大陆植被生

长季平均延长了 18 天, 而北美大陆延长了 12 天.  

1.2  气温变化的不确定性 

如上所述, 近代以来地球在变暖是一个基本的

观测事实 , 但其变暖的幅度却存在很大的不确定 

性 [15,32,33]. 不确定性的主要来源可以概括为以下几

个方面:  

(1) 地质历史时期温度的推算主要来自冰芯、古

孢粉、考古、树轮等代用数据及古文献资料[34]. 由于

代用数据在空间分布和时间跨度上都非常有限, 部

分数据对气温变化不够敏感等, 使基于这些结果重

建的局部或全球的温度趋势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35]. 

一种代用资料往往不够全面、代表性不足, 不同代用

资料对气温变化的反应不同, 因此选用不同代用资

料或不同重建方法, 得出来的结果相差极大. 不仅如

此, 同一种代用资料, 如树木年轮定年准确、连续性

强、分辨率高, 是比较理想的代用资料之一, 但树木

年轮与气候要素的响应关系复杂, 不仅受气温的影

响, 还受 CO2 浓度、降水量等影响, 且空间位置、树

种不同, 响应关系也有所差异, 这些都会造成结果的

不确定性.  

(2) 在器测时期, 气象站点的数量和分布对全球

温度的估算值影响很大: 在早期, 站点少, 且主要分

布在北半球中纬度地区, 尤其是欧美国家; 此后站点

逐渐增多, 但在一些地区, 尤其在南半球和海洋区域, 

站点仍然稀缺, 一些地区甚至空白. 观测站点的数量

和分布变化显著影响着全球温度及其趋势的估算[36].  

(3) 气象观测站点大都分布在城市及其邻近地

区, 近百年来发生在全球各地的城市化过程对区域

和全球温度变化可能产生着深刻的影响. 例如, 在我

国上海, 在过去的 30 年间(1975~2004), 无论是年均

温, 还是平均最低和最高气温, 城区与郊区的气温差

都随着城市化进程和城区面积的扩大而增加, 30年中

可达到 0.7~1.0℃[37]. 基于遥感和地面观测数据的分

析表明, 在我国华南地区城市热岛效应对城市和区

域温度有着显著的影响[38]. 在美国, Goodridge[39]也

同样发现城市热岛效应对区域温度的影响: 在大型

城市, 温度增加趋势显著; 中等城市较显著, 而在小

型城市则几乎不存在增温趋势.  

城市热岛效应对区域和全球温度的贡献大小是

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IPCC[1]认为城市热岛效应的影响

是存在的, 但这种影响具有局地性, 在全球陆地小于

0.06℃ (100 a)1[1]. Trenberth 等[40]的估计更小, 认为

自 1900 年以来城市热岛效应对全球变暖的贡献仅为

0.02℃ (100 a)1. 然而, 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 地

表平均气温是由气象站观测数据计算得到, 而气象

站大都分布在城市及其邻近地区, 因而, 基于气象站

观测数据的计算结果自然会受到显著影响. 如有研

究表明, 1951~2004 年间, 城市化对中国升温的贡献

在 40%左右[41].  

(4) 其他因素, 如温度的插值方法等也会对温度

及其趋势产生影响. 如, 由于分析方法不同, 三种温

度序列(HadCR UT3, GISS 和 NCDC)对最近几十年的

解释就有差异, Knight 等[42]利用 HadCR UT3 温度序

列模拟的结果显示, 在最近的 12 年里(1998~2009), 

全球平均温度没有显著变化, 处于高温平台, 支持此

观点的还有 Kerr[43]. 然而, 根据 GISS 和 NCDC 温度

序列的模拟结果表明, 全球近 10 年温度变化依然呈

明显上升趋势[25,44]. Allison 等[25]认为, HadCR UT3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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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系列未包括北极资料, 而北极地区在近 25 年来气

候显著变暖, 因此可能低估了近 10 年的变暖趋势. 

Wang 等[45]通过文献资料分析, 1999~2008 年仍是过

去 30 年间温度最高的时期, 尽管十年间平均温度没

有上升, 但全球变暖仍在持续. 中国在 1999~2008 年

间平均温度仍以 0.4~0.5℃ (10 a)1的速度上升, 尤其

是中国东北部上升趋势十分明显. 最近 10 年的气温

变化到底是停止还是持续仍存在争议, 但讨论气候

变化至少需要 25~30 年的观测数据; 利用 10 年的数

据来说明未来的气候变化趋势可能有些勉强.  

2  气候变化的影响因素及其不确定性 

影响气候变化的因素很多, 主要有温室气体、太

阳活动、气溶胶、地球轨道变化以及大气和海洋环流

等. 主要可归为人为和自然因素两类. 前者指人类活

动引起的温室气体和气溶胶排放, 后者主要包括太

阳活动、火山爆发等因素[1]. IPCC 把气候变暖主要归

因于温室气体, 特别是 CO2 浓度的增加[1]; 而坚持自

然因素起主要作用的观点认为, 目前的增温只是气

候变化历史长河中的一个阶段[8,46]. 这两种观点成为

目前争论的焦点. 这两类影响因素的相对重要性直

接影响着全球气候谈判以及国际社会应对、适应和减

缓气候变化的政策走向和行动取向.  

2.1  温室气体的作用 

温室气体是指大气圈内能吸收红外辐射使大气

温度升高的气体. 如果大气层不存在, 地球表面平均

温度为19℃ , 但实际上地球表面的温度能保持在

14℃前后. 即温室气体的温室效应能使地球表面温

度升高 33℃. 法国科学家 Joseph Fourier 于 1824 年最

早发现了这一现象, 此后(1896 年)瑞典科学家 Svante 

Arrhenius 首次定量证明了这一发现, 指出如果大气

CO2 浓度加倍, 地球表面温度将升高 5~6℃[47].  

大气中的主要温室气体包括水汽(H2O)、二氧化

碳(CO2)、甲烷(CH4)、氧化亚氮(N2O)、对流层臭氧

(O3)、氟利昂类物质(CFCs)等. 温室气体对大气升温

的贡献大小取决于其在大气中的浓度(含量)和温室效

应强度. 综合这两种特性, 主要大气成分水汽、CO2, 

CH4 及 O3 对温室效应的贡献大小分别为 36%~72%, 

9%~26%, 4%~9%和 3%~7%[48].  

温室气体对维持生物存活的地球温度是至关重

要的. 然而, 过去 150 年来人类活动导致大气中温室

气体浓度显著增加, 这是全球变暖的重要因素. 在过

去的近 250 年里(1750~2008), 大气中的 CO2 浓度由

280 ppm 增加到 387 ppm, CH4 浓度由 700 ppb 增加到

1745 ppb, N2O 浓度由 270 ppb 增加到 314 ppb, 分别

增加了 38%, 149%和 16%[1]. 这些温室气体浓度增加

的主要来源是: CO2 主要来自化石燃料使用和水泥生

产, 以及土地利用变化(如热带毁林)所导致的排放; 

CH4 主要来自畜牧业、水稻田、湿地等排放; N2O 主

要产生于施肥等农业生产活动; CFCs 则主要来自冰

箱、空调等制冷剂的使用. 火山爆发等自然过程排放

的 CO2 所占的比例很小, 只是人为活动排放 CO2 的

1%[49].  
在所有温室气体中, 水汽对温室效应的贡献最

大, 它贡献了全部温室效应的 1/3~2/3. 水汽约占大

气成分的 2%, 主要来自于地表和海洋蒸发以及植物

蒸腾作用. 由于人们一直认为对流层中水汽含量不

存在明显变化, 水汽的增温作用长期被忽略. 但全球

变暖使蒸发增强, 从而导致大气水汽含量增加, 而大

气的热膨胀可以容纳更多的水汽, 从而对升温产生

正反馈作用. 一些区域的观测结果表明, 过去的几十

年, 水汽含量显著增加[50~52](图 4).  

2.2  气溶胶的作用 

气溶胶是大气中的一种微小颗粒, 主要由火山

爆发所产生的火山灰、化石燃料排放所产生的 SO2

等大气污染物、生物质燃烧所释放的微粒等组成. 气

溶胶通过影响大气化学过程、辐射过程和云物理过程

的变化而影响近地表辐射平衡和气温. 绝大部分气 
 

 

图 4  过去 25 年美国 Colorado 高空 20~22 km 的水汽含量

变化[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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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胶, 如硫化物、生物质颗粒、化石燃料排放的有

机碳、对流层中的气溶胶等因反射太阳辐射而对大

气产生降温作用; 但也有少量的, 如化石燃料排放

的黑炭(black carbon)却具有增温效果, 而无机粉尘

(mineral dust)的增降温机制不清 . 此外 , 气溶胶通

过影响水云并引起云反照率效应, 产生间接的降温

作用[53,54].  

与温室气体相比, 气溶胶在大气中驻留时间短, 

从几个小时至数天数月, 但大气总能够保持一定量

的气溶胶. Lu等[55]对中国 2000~2006年间的 SO2排放

趋势的分析表明: SO2 排放量从 21.7 Tg 增加到 33.2 

Tg, 增加了 53%, 其中北方和南方各增加了 85%和

28%. 由于气溶胶分布不均一以及复杂的化学反应, 

气溶胶的影响模拟较为困难[56], 不同气溶胶的降温

或增温强度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7]. Ramanathan 和

Carmichael[57]指出, 黑炭气溶胶可能是造成气候变暖

的第二大根源, 其作用仅次于 CO2, 所产生的直接辐

射强迫可达 0.9 W m2, 是同期 CO2 辐射强迫的 55%. 

而多数学者认为, 气溶胶对气候变化的总体作用是

降温效应[58~60], 但对全球变暖的相对贡献持不同观

点. Hansen 等[59]认为气溶胶的降温强度可以抵消过

去几十年里人类活动排放的 CO2 的增温效果. 但最

近也有研究认为, 气溶胶的冷却效果不强, 只是温室

气体的 10%左右[60]. 

2.3  太阳活动的影响 

太阳是地球热能的最主要来源, 太阳活动与地

球温度变化关系密切. 但太阳活动变化对地球温度

变化的影响到底有多大还很不确定. 有学者认为, 太

阳活动增加导致地球增温[61~63]. 例如, 观测表明, 在

长时间尺度, 太阳活动强度与北极地区的温度变化

吻合很好[64]; 太阳黑子的变化与全球温度之间呈良

好的对应关系[65]. 这说明太阳活动可能是影响长期

温度变化的主要因素之一. 但大多数研究认为, 太阳

活动在 20世纪 60年代以前是地球气候变化的重要影

响因素, 但最近的气候变暖却很难用太阳活动的变

化来解释[66~68]. 如图 5 表明, 1880~1960 年间太阳总

辐射与温度的变化十分吻合, 但之后, 太阳总辐射有

所减少, 而温度却在持续上升. 此外, 也有研究认为

太阳活动增强反而促使降温. 例如 , Haigh 等 [69]对

2004~2007 年间的太阳光谱数据进行分析发现, 与

2004 年相比, 2007 年太阳活动强度更弱, 但抵达地球

对流层的太阳能量净值却比 2004 年多, 说明当太阳

活动减弱时, 到达地球表面的可见光却增多了, 从而

促使地球表面温度上升.  

火山活动也是重要的自然因素之一, 火山喷发

产生的火山灰和气体通过影响大气的辐射传输而降

低地球平均气温[70,71]. 由于火山喷发存在季节、纬度

和强度的差异, 因此喷发物的空间分布特征不同, 对

辐射的影响也不同[72]. 但目前没有好的方法预测火

山活动以及热盐环流的变化, 因此无法正确定量火

山等自然因素对气候变暖的作用. 这也许是在气候

变暖中强调人为因素影响的原因之一[33].   

3  CO2排放与气温变化的关系 

在前述的人为源温室气体中, CFCs 的排放已受

到有效控制, CH4 和 N2O 基本属于自然释放, 因此, 

人们对它们的关注度较小. 目前人们最关注的是CO2

排放. 主要原因是 CO2 不仅为最大的人为源温室气

体, 被认为是影响目前温度上升的最大因素, 而且与

其他温室气体相比, 控制其排放的可能性更大.   

实际上, 大气 CO2 浓度的增加涉及很多非常复

杂的因素, 如海陆生态系统的自然释放和人为活动

排放, 但其定量机制和过程尚不十分清楚. 为说明这

一问题, 本文从全球碳循环的角度, 来简单分析人为

源和自然源 CO2 的来源和归宿(图 6).  

3.1  全球碳循环与大气 CO2浓度增量的来源 

图 6是本世纪初的全球碳循环模式图. 如果陆地

生物圈与大气之间的碳交换处于平衡状态, 全球陆

地生物圈从大气中吸收 120~150 Pg C 的 CO2(即总初

级生产力, GPP; 1 Pg C = 1015 g C)[75,76], 它应该通过

植物自身的呼吸(自养呼吸)和生态系统的异养呼吸

(土壤微生物和土壤动物等的呼吸)向大气中排放等

量的 CO2. 

但是, 全球碳循环的平衡模式正受到干扰. 一方

面, 近年来人为活动(化石燃料燃烧及土地利用变化)

排放的 CO2约为 9~10 Pg C[74], 是陆地和海洋生物圈

自然释放 CO2的 1/22~1/26; 另一方面, 由于目前的气

候系统处于非平衡状态, 气温升高也可能导致土壤异

养呼吸和海洋碳排放的增加[77,78]. 如果这部分增加

的 CO2 不能被生态系统所吸收, 也将导致大气 CO2

浓度的增加. 即大气 CO2 浓度的增加不只来自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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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1880 年以来太阳黑子与温度的年际变化 
http://solar-center.stanford.edu/sun-on-earth/glob-warm.html 

 

图 6  本世纪初(2000~2007)的全球碳循环模式图 
单位: Pg C 或 Pg C a1. 根据文献[73, 74]修改 

活动的碳排放, 也可能来自于陆地和海洋生态系统对

气温升高的响应. 对地球自然源和人为源 CO2 总排放

量以及总吸收量进行概算表明, 全球自然和人为 CO2

排放总量约为 250 Pg C, 而全球海陆和大气 CO2 总吸

收量约为 230 Pg C(表 2), 即地球总排放量与吸收量

之间收支不平衡, 相差约有 20 Pg C, 这相当于目前

人为活动总排放量的 2 倍. 可见, 大气中 CO2 增量的

来源并不是很清楚的. 换言之, 增加的大气 CO2 浓度

是否都是人为排放的, 是一个不确定性的问题.  

3.2  碳排放与增温的关系 

CO2 浓度升高与增温之间的关系是一个有争议

的问题.  

表 2  全球自然和人为 CO2排放总量和海陆和大气 CO2总

吸收量[1,73,74, 79~84] 

 排放 
(Pg C a1) 

 吸收 
(Pg C a1) 

自然排放    

陆地生物圈自养呼吸 60~75 陆地生物圈吸收 120~150 

陆地生物圈异养呼吸 70~100 海洋生物圈吸收 90~93 

海洋表面排放 90 大气储存 4~5 

人为排放    

化石燃料燃烧 7~8   

毁林 1.5~2   

总排放量(取中间值) 250 总吸收量(取中间值) 230 

 
IPCC[1]认为, 目前的升温很有可能是由 CO2 等

温室气体浓度的增加导致的. 该结论依据的物理学

基础是: (1) CO2 是温室气体, 温室气体增加必然导致

大气温度的增加; (2) 过去 100 多年来, 大气 CO2 浓

度增加了; 增加的 CO2 浓度应该会导致大气增温. 而

且, 气候模式研究结果表明: 即使考虑了所有的自然

因素和分析误差, 也不能解释现在的升温现象; 只有

把人为排放的 CO2 等温室气体考虑进去, 才能较好

地说明目前的升温现象.  

对这一物理过程以及逻辑本身, 科学界是达成

共识的. 但是人们质疑 IPCC 是否片面地过分强调了

人为源CO2排放的影响, 并夸大了温度对CO2浓度的

敏感度. CO2 浓度升高与气温变化的关系非常复杂, 

定量描述气温变化对 CO2 浓度升高的敏感度也存在

很大的不确定性. 辐射强迫往往用来定量表示温室

气体排放对气温变化的作用. IPCC[1]综合了众多研究

结果后指出, 自工业化时期以来, 大气 CO2 浓度增加

所产生的辐射强迫为(1.66±0.17) W m2, 尤其是在

1995~2005 年间, 这种增加导致的辐射强迫增加了

20%. 然而 , 最近一些研究表明 , CO2 辐射强迫比

IPCC 给出的值要低[85~87]. 尽管数据的取舍年份可能

会影响其结果, 但还是说明 CO2 浓度增加对气温升

高的作用可能比 IPCC 给出的结果小得多.  

如前所述, 大气温度的变化除温室气体外, 还受

其他因素(如自然过程以及气溶胶等)的影响. 然而, 

自然因素对温度变化的作用机制并不明确, 气溶胶

的作用更是存在不确定性. 因此, 把气候变暖简单归

结为温室气体浓度升高可能是片面的. 在器测时期

的 100 多年里, 若干时期的气温变化与 CO2浓度增加

之间方向相反. 在过去的近百年里(1910~2010), 气

温与 CO2 浓度在整体上具有较好的相关性, 但在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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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大气 CO2浓度与全球平均温度的关系(a)和 CO2浓度年增量与年均温年变化量的关系(b) 

温变化过程中存在 2 个明显的降温期: 1940~1975 和

1998~2009 年, 而在这两个时期, 大气 CO2 浓度一直

快速升高(图 7(a)). 如果对 1850 年以来大气 CO2浓度

与大气温度之间每间隔 30 年进行相关分析, 就可以

发现, 在这 158 年中, 三个时期两者显著正相关, 一

个时期显著负相关, 两个时期相关性不明显(表 3). 

此外, 从大气 CO2 浓度的年增量与年均温年变化量

看 , 二者之间只有很微弱的正相关性 (P>0.05, 图

7(b)). 即使考虑温度变化可能滞后于 CO2 浓度变化, 

二者关系在统计上仍然是不显著的. 这些结果表明

了地球冷暖变化的复杂性, CO2 只是影响气温变化的

一个方面, 短时期气温变化会更多地受 CO2 以外的

因素影响, 如 Lean 和 Rind[88]认为太阳辐射和火山爆

发等自然因素在近 10 年积累的降温作用可能抵消了

温室气体的部分增温作用.  

综上所述, 尽管 IPCC[1]把目前观测到的气温升

高主要归因于 CO2 等温室气体浓度的增加, 但对这

一问题的不确定性阐述不够, 缺乏足够的科学性并

导致争议. 过去 150 多年来温度变化有升有降, 而气

候模式预测的未来气温却一直保持增加趋势. 这表

明当前气候模型对地球大气系统(尤其对影响气温变 

表 3  每 30 年间大气 CO2浓度序列与全球年均温序列的  
相关系数 

时间段 原始序列相关系数 

1850~1880 0.46a) 

1881~1910 0.61a) 

1911~1940 0.84a) 

1941~1970 0.02 

1971~1997 0.79a) 

1998~2008 0.02 

a) P<0.05 

化的自然因素)的刻画是不完备的, 预测结果存在很大

的不确定性 [89]. 也由于此, 基于 IPCC 报告给出的

2℃阈值(即当 CO2 浓度约增加到 450~550 ppmv 时, 

可能导致的温度增高值)作为减排的依据是值得怀疑

的[85,90,91]. 一种客观、可以接受的观点是, CO2作为一

种主要的温室气体, 其浓度增加对全球气候变暖有贡

献, 但贡献多大是一个不确定的问题. 科技界在得出

准确结论之前, 需要加强研究, 并明确这些不确定性.  

4  主要观点和结论 

(1) 气候变暖是客观事实, 但变暖程度存在不确

定性: 各地的观测数据表明, 近百年来全球平均气温

在升高. 这不仅反映在温度的上升, 其证据还包括海

平面上升、冰雪消融、以及物候期变化等观测事实. 

但全球到底升温多少存在不确定性.  

(2) 人类活动和自然因素共同影响着气候变化, 

其相对贡献难以量化: 影响全球气候变化的人为因

素主要包括化石燃料使用和毁林等人类活动引起的

二氧化碳(CO2)、甲烷(CH4)等温室气体以及气溶胶(如

SO2)的排放, 自然因素包括太阳活动、火山爆发等. 

一般来说, 温室气体导致升温, 而气溶胶使地球变冷. 

水汽是最大的温室气体, 但它在大气中的含量变化

较小, 而 CO2 等温室气体的浓度显著增加, 其相对的

增温效应也显著增加. 无论是自然因素, 还是人为因

素, 它们对全球温度变化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尤其

是气溶胶.  

(3) IPCC 认为 CO2 等温室气体浓度的增加是全

球变暖的主要因素, 但存在很大的争议: IPCC 报告

认为全球变暖主要由 CO2 等温室气体浓度的增加导

致的, 其依据主要来自温室效应的物理学基础和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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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模式的研究结果. 该结论存在较大争议, 质疑的主

要理由是: 1) 影响全球温度变化的主要因素对温度

变化的作用机制不清楚, 气溶胶的作用更是存在不

确定性; 2) 在过去的百余年里, 若干时期的气温变

化与CO2浓度增加的方向相反, 即尽管大气CO2浓度

持续升高, 但气温却呈下降趋势或基本稳定; 3) 大

气 CO2 浓度的年增量与年均温的年变化量之间并不

存在显著的相关性; 4) 大气中 CO2 的来源存在不确

定性, 目前观测到的大气 CO2 浓度显著升高并不一

定都是人类活动排放导致的.  

致谢 本文部分内容在中国科学院第 15 次院士大会上报告过. 在研究及成文过程中, 得到李静海先生的悉心指导, 

唐艳鸿、徐嵩龄等先生提出过宝贵意见, 曹效业、刘峰松、王澍、冯霞等先生在研究过程中给予支持. 此外, 

两位审稿人在本文修改过程中提出宝贵意见. 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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